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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信息技术在街头官僚的日常行政中得到大量
应用，而当前研究并未揭示信息技术作用于街头官僚行政效果的机制。论文以Ｚ
区交通警务执法记录仪为技术场景，基于警务系统数据结合问卷调查构建模型。
以自由裁量权为中介变量，以行政问题类型和执法风格为调节变量，将行政效
果分为效率和公民满意度，将行政问题类型分为棘手问题和驯良问题，将执法
风格分为法律型、促进型和适应型。结果显示，行政效果受自由裁量权的中介
影响，且效应强度受行政问题类型和执法风格的调节。在棘手问题情境下，效
率与公民满意度陷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境地，自由裁量权作为遮蔽性因
素，弱化了技术对效率的正向作用，且技术完全通过限制自由裁量权来对公民
满意度产生削弱作用。在驯良问题情境下，技术对满意度并无显著作用，但通
过部分赐能自由裁量权来提升效率。论文为数字时代下街头官僚与街头官僚机
构构建了行动策略集，启发实践者要因地制宜使用技术，实现技术、问题情境
和执法风格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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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政务数字化的不断推进，各级政府积极拥抱新技术，并将其嵌入行政

流程之中。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提出“积极推进
智慧执法，加强信息化技术、装备的配置和应用”，彰显了国家对于技术赋能行
政执法的重视和青睐。街头官僚作为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面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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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基层治理绩效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以移动互联为代表的信息通信
技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ＣＴ）业已渗透到街头行政之
中，深刻重塑着基层治理的运作方式（Ｔｈｕｎ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与传统的执法模式相比，ＩＣＴ的应用改变了街头官僚的工作方式（Ｌｉｐｓｋｙ，
２０１０）。在没有技术介入之前，街头官僚主要依靠人工巡查、现场取证等方式开
展执法工作，存在信息不对称、执法不规范等问题（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２００４；Ｌｉｐｓｋｙ，
２０１０）。而在数字时代，移动执法终端实现了执法全过程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大
数据分析技术帮助精准识别执法风险点，在线平台拓宽了政民互动渠道
（Ｂｏｖｅｎｓ ＆ Ｚｏｕｒｉｄｉｓ，２００２；Ｄｕｎｌｅａｖ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Ｔｈｕｎ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技
术优化了街头官僚获取信息、分析研判、行动响应的全流程（陈水生，２０２１）。
脱胎于器物层面的实体性与理念层面的意识性，技术已然渗入街头行政的生命
周期之中（Ｄｕｎｌｅａｖ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随着技术嵌入的不断深化，亟待回答的关
键问题逐渐凸显：信息技术应用对街头官僚的一线执法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
影响背后的机制又是怎样？

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有关街头官僚的信息技术应用研
究，可分为行动者和组织两个维度。一方面，行动者维度以街头官僚“素质论”
为核心，其贡献在于揭示了技术影响的多样性和非线性，突破了将街头官僚简
化为“规则掮客”的刻板印象（Ｄｕｎｌｅａｖ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这一维度强调街头官
僚并非被动地接受技术，而是根据自身的专业判断、态度、感知等因素，对技
术建议进行选择性采纳（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２００４；Ｍａｒｉｅｎｆｅｌｄｔ，２０２４）。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维度关于自由裁量权的讨论尚不充分，往往会模糊技术对自由裁量权的影
响，而去孤立地看待街头官僚对技术嵌入的“触发性反馈”。

另一方面，组织维度以权变视角下的“情境论”为核心，其贡献在于阐明
组织因素在技术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这一维度指出，任务特征、管理目标、组
织文化等因素，共同塑造了技术对街头官僚行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这种对组
织差异性的强调，有助于理解同一技术在不同情境中的效果差异，为实践改进
提供了针对性建议（Ｂｕｌｌｏｃｋ，２０１９）。但现有研究忽视了执法过程中行政问题的
情境依赖性特征。对行政问题类型“一刀切”的处理方式，限制了研究者对技
术影响多样性的认识（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５；Ｂｕｓｃｈ ＆ Ｈｅｎｒｉｋｓｅｎ，２０１８；Ｂｕｌｌｏｃｋ，
２０１９）。在此基础上，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循证局限，对一线行政
效果的探讨往往割裂效率与满意度，缺乏大样本数据支撑（Ｐｉｔｈｏｕｓ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Ｋｅｙｍｏｌｅｎ ＆ Ｂｒｏｅｄｅｒｓ，２０１３）。

为弥补研究缺口，本文将行政效果划分为效率和公民满意度，将行政问题类
型细分为棘手问题和驯良问题，将执法风格细分为法律型、促进型和适应型。本
文采用Ｚ区交通警务系统的数据，结合问卷调查进行条件过程分析。结果表明，
在棘手问题情境下，效率与公民满意度陷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境地；自由
裁量权是一种遮蔽因素，弱化了技术的正向作用，并且技术完全通过限制自由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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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权来对公民满意度造成削弱。在驯良问题情境下，技术对满意度并无作用，技
术部分通过赐能自由裁量权来提升效率。在得到结果的同时，实证结果调和了学
术界有关技术对于自由裁量权作用的抵牾。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街头官僚信息技术应用的研究进展
街头官僚游弋于国家与社会的“缝隙”之间，作为公权力的“末梢代理

人”，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Ｌｉｐｓｋｙ，２０１０）。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一种跨领域
的技术手段，整合了计算机科学、电信技术等多个领域，旨在实现信息的互联
互通和资源共享（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２００４；Ｄｕｎｌｅａｖ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技术应用对一线行
政的影响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１ ． 行动者维度“素质论”
行动者维度“素质论”聚焦街头官僚的微观个体因素。街头官僚的自由裁

量权（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５；Ｓｎｏｗ，２０２１）、工作方式（Ｈｋａｎｓｔａ，２０２１）、服务对象的
参与程度（Ｓｃｈｏｕ ＆ Ｐｏｒｓ，２０１９），都会影响技术应用的效果。街头官僚作为数
字化变革的“阈限”，既是被动的接受者，又是主动的建构者（Ｄｕｎｌｅａｖ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技术不再是静态的“犬儒附庸”，官僚对技术的感知、诠释和使用，最
终决定了变革的深度和广度（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２００４）。

（１）自由裁量权是理解街头官僚行为的核心变量。Ｂｕｓｃｈ和Ｈｅｎｒｉｋｓｅｎ
（２０１８）指出，自由裁量事关街头官僚能否根据具体情境作出专业判断，是应对
复杂环境的关键。面对可能削弱自由裁量的技术系统，街头官僚会发展出规则
弯曲等“亚文化”策略，力图维系专业自主，昭示了自主性与控制间的张力博
弈（Ｍａｒｉｅｎｆｅｌｄｔ，２０２４）。依此逻辑，技术的应用引发了关于专业判断与技术建
议之间关系的讨论。Ｓｅｌｔｅｎ等（２０２３）的研究发现，警察更倾向于信任与自身
专业判断一致的技术建议，而忽略或质疑与自身经验相悖的建议。Ｓｎｏｗ （２０２１）
则提出了“人工决策（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ｎｇ）”的概念，即街头官僚将技术建议与自身判断
相结合，既能发挥技术的优势，又能保留专业判断的价值。

（２）技术“严丝合缝”地嵌入街头流程，改变街头官僚的工作方式。一方
面，技术生发了工作流程的标准化（Ｈｋａｎｓｔａ，２０２１）；另一方面，技术也支持
远程办公，改变了街头官僚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模式（Ｍｅ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此外，技术对行政效果的影响也取决于服务对象的参与程度。Ｓｃｈｏｕ和Ｐｏｒｓ
（２０１９）的研究发现，数字化改革可能会加剧社会分层，导致数字弱势群体被排
除在公共服务之外。服务对象的数字素养、对技术的信任程度以及数字服务的
可及性，都会影响其参与度和满意度（Ａｏｋｉ，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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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街头官僚绝非被动的技术接受者，他们在日常互动中积极
协商技术的意义和边界。Ｍａｒｉｅｎｆｅｌｄｔ （２０２４）对此进行了系统性文献综述，指出
了技术嵌入下街头官僚规则被破坏、权变执行等底层抵抗的微妙形式：当技术
与伦理义务相抵触时，有的官僚宁可“违规”也要维系专业地位。更有研究发
现，面对私营部门技术的普及，一线行政人员反而更倾向于打破条条框框，尝
试新技术应用（Ｍｅ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这些发现颠覆了“技术决定论”的假设，
凸显了行动者能动性的重要意义（Ａｖｉｒ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２ ． 组织维度“情境论”
（１）技术应用推动了公共服务组织结构的变革。Ｂｏｖｅｎｓ和Ｚｏｕｒｉｄｉｓ （２００２）

指出，信息通信技术正在将传统的街头官僚机构转变为系统官僚机构（Ｓｙｓｔｅｍ
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一方面，系统分析师和软件设计师在系统官僚机构中扮演着
关键角色，他们负责设计和维护信息系统，并制定标准化的工作流程，这导致
一线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被削弱，组织决策更加依赖于技术系统；另一方面，
技术也促进了跨部门合作。Ｂａｉｎｅｓ等（２０１４）的研究发现，技术可以帮助不同
机构之间共享信息和资源，从而提高服务效率和协调性。

（２）技术应用需要组织的相应调适。组织并非技术忠实的“信徒”，而是在
技术冲击后不断地“自我磨合”（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２００４）。Ｍａｒｉｅｎｆｅｌｄｔ （２０２４）的研究
发现，政策目标，例如对效率、公平或控制的强调，会影响技术的采用和应用
方式。如果政策目标是提高效率，那么管理者会选择采用自动化决策系统，但
这会牺牲服务的个性化和灵活性。Ｈｋａｎｓｔａ （２０２１）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
导致员工的社会隔离感增加，管理者需要采取措施来维护员工的职业认同感和
团队合作精神。此外，技术应用需要相应的资源投入，如果组织资源分配不足，
技术应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Ｌｂｅｒｇ，２０２１）。

（３）技术的内在特征也会影响组织行政效果。Ｃｒｉａｄｏ等（２０２０）认为，技
术的透明度（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例如技术的可解释性，会影响服务对象的信任和
参与度。如果服务对象不理解算法的运作机制，他们可能会对技术的公平性和
准确性产生怀疑。技术的复杂性（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也会影响街头官僚的工作效率和
服务质量。Ｐｅｅｔｅｒｓ （２０２３）指出，如果技术过于复杂，一线工作人员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学习和操作，这会降低他们的工作效率。

（二）文献述评
已有研究瑕瑜互见，在技术嵌入街头行政方面可窥见一二，但仍存在提升

空间。
第一，“素质论”的前置立论是，传统观点将街头官僚视为被动的“规则的

执行者”，认为技术的引入会直接削弱他们的自由裁量权（Ｂｏｖｅｎｓ ＆ Ｚｏｕｒｉｄｉｓ，
２００２），但他们发现街头官僚在技术应用中具备能动性和行为复杂性。虽然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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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认为街头官僚并非技术的“统治物”，而是在自身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地“解
蔽”“建构”技术（Ｆｏｕｎｔａｉｎ，２００４），但行动者研究在机制挖掘方面仍存不足。
许多研究默认自由裁量权不会受到技术干扰，隐喻地讨论街头官僚自由裁量，
其中逻辑链条仍语焉不详（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５；Ｙｏｕｎｇ ＆ Ｔａｎｎｅｒ，２０２３）。

第二，“情境论”的研究阐明了组织情境在技术影响中的关键作用。这一视
角有助于理解同一技术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效果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将
行政问题“同质化” （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５；张红春、杨欢，２０２３），不仅视组织为
“仪式化运作”的机器，陷入还原论的认知谬误，还多采用案例分析方法，缺乏
跨情境、大样本的系统考察（Ｐｉｔｈｏｕｓ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Ｋｅｙｍｏｌｅｎ ＆ Ｂｒｏｅｄｅｒｓ，
２０１３）。值得一提的是，这类研究也常割裂地看待效率与满意度等维度，未能全
面权衡技术的综合效应（Ｃｌｅｇ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７；孙志建，２０２２）。

（三）研究假设
笔者认为要跳出“就素质谈素质，就情境谈情境”的窠臼，关键在于打通

“素质论”与“情境论”的壁垒，吸纳两类研究优势。循此思路，本文拟引入
自由裁量权、执法风格和行政问题类型三个理论变量，实现从行动者到组织的
稳定一跃。

首先，这三个变量有助于实现官僚个体与组织情境的理论整合，是对既有
理论的继承和延续。执法风格聚焦官僚个体的行为模式（ｄｅ Ｂｏｅｒ，２０１９），但不
同于素质论对个体特质的静态描述，其更强调将个体能动性嵌入组织情境中考
察（ｄｅ Ｂｏｅｒ ＆ Ｒａａｐｈｏｒｓｔ，２０２３）。而自由裁量权直面技术影响的核心议题，超
越“唯才论”和“唯境论”的对立，探讨技术赋权与技术限权的辩证关系
（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５）。行政问题类型则体现了对技术应用情境的关注，揭示了不同问
题情境对官僚技术使用的差异化需求和影响（Ｂ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其次，这三个变量的引入凸显了解释机制的系统性和交互性，实现“人—
技术—组织”的动态考察。执法风格、自由裁量权与行政问题类型如同街头行
政时“房间中的大象”，共同影响技术在一线治理中的应用绩效。官僚个体并非
组织情境和技术设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会根据自身的价值理念主动选择和建
构不同的技术使用范式，由此形塑为不同的执法风格；而组织所面临的行政问
题类型，又会影响对技术功能的需求导向和对官僚自由裁量权的依赖程度
（Ｌｉｐｓｋｙ，２０１０）。
１ ． 信息技术应用对行政效果的作用：“赋能”还是“负能”
技术对于行政效果的直接作用存在相左的观点。首先，ＩＣＴ通过组织任务程

序化降低交易成本（ｄｅ Ｂｏｅｒ，２０１９），在提升效率上“表现斐然”。传统行政管
理模式下，组织任务的分解和执行往往依赖于经验和惯例，而ＩＣＴ的应用可以
将组织任务进行系统化分解，“无缝衔接”的任务编排形成标准化工作流程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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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范（Ｇａｊｅｎｄｒａｎ ＆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２００７； Ｓｅｒｉ ＆ Ｚａｎｆｅｉ，２０１３； Ｙｕｎｉ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在此基础上，ＩＣＴ正在打破组织知识管理的时空藩篱，让行政经验得以
传承和迭代，不断升级行政工作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将业务知识和经验固化到
ＩＣＴ系统中，可以实现“人走茶不凉”（Ｂｏｖｅｎｓ ＆ Ｚｏｕｒｉｄｉｓ，２００２；Ｍｅｉｊ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其次，ＩＣＴ提升了透明度，让权力运行“见光”，倒逼行政机构规范用
权、廉洁行政（ｄｅ Ｂｏｅｒ ＆ Ｒａａｐｈｏｒｓｔ，２０２３；Ｙｏｕｎｇ ＆ Ｔａｎｎｅｒ，２０２３；佟林杰、
张明欣，２０２２），通过限制街头官僚和公民的互动频率，减少了其贪污的可能性
（Ｋａｌｅｓｎｉｋａｉ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Ｈ１ａ （赋能假设）：信息技术应用对街头官僚行政效果具有正向作用。
而持“负能”观点的学者则将技术视为悲观的“铁幕”。首先，ＩＣＴ并不是

“万能钥匙”，对于绩效的作用仍是一个“黑箱”。Ｓｅｒｉ等（２０１３）认为ＩＣＴ并
不能提升公共部门组织绩效，ＩＣＴ仅作为一种“催化性因素”存在，而非绩效
的“决定性因素”。Ｌｂｅｒｇ （２０２１）认为，尽管信息技术通常被认为是高效的，
但很难确定这些技术对一线工作者的实际好处，尤其是ＩＣＴ并未实质性提升公
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其次，官僚主义与ＩＣＴ “联姻”，政务活动从“线下”走向
“线上”，导致了“电子衙门”的出现。胡卫卫等（２０２１）认为，由于过分关注
“以技术为本”，智能化的信息技术渗入政务活动，引发了反治理的力量。“电子
孤岛”与“数据鸿沟”是技术治理的结果；电子政务的兴起导致了“智能官僚
主义”的出现，加剧了即事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翟云，２０２２）。

Ｈ１ｂ （负能假设）：信息技术应用对街头官僚行政效果具有负向作用。
２ ． 信息技术的应用对自由裁量权的作用：“削减”还是“赐能”
自由裁量权指在基层官员政策实施过程中，对所提供的制裁和奖励的类型、

数量、质量具有一定程度的选择空间（Ｈｕｐｅ ＆ 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４），体现了提供公共
服务时的自由度（Ｌｉｐｓｋｙ，２０１０）。大量研究探究了技术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
的作用，其中有关“削减论（Ｃｕｒｔａｉｌ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ｉｓ）”和“赐能论（Ｅｎａｂ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ｉｓ）”的争论最受瞩目（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５）。

削减论的核心观点是技术思维方式的逻辑延伸是完全排除人类在这些判断
中的作用，技术发展会很大程度上削减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５）。
Ｂｏｖｅｎｓ和Ｚｏｕｒｉｄｉｓ （２００２）认为街头官僚将逐步被算法、决策树等自动化技术替
代。技术消除了人为干扰，使街头官僚从“台前”走向“幕后”，转变为“屏
幕级官僚”或“系统级官僚”。技术使街头官僚能够快速处理大量业务，同时还
减少了人工干预的需要；系统工程师和算法专家将会逐渐取代街头工作者，街
头官僚将失去“世故”（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属性（Ｂｏｖｅｎｓ ＆ Ｚｏｕｒｉｄｉｓ，２００２）。

此外，“削减论”还批评“赐能论”过分夸大技术在减少重复性工作方面的
优势，而低估技术对街头官僚执法工作的“损害”。这种“损害”深耕于技术与
裁量的“张力”之中（Ｓｎｅｌｌｅｎ ＆ ｖａｎ ｄｅ Ｄｏｎｋ，１９９８）。自由裁量权强调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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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处置，注重对复杂社会情境的回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Ｂｕｓｃｈ ＆
Ｈｅｎｒｉｋｓｅｎ，２０１８）。而技术思维追求标准化、程序化，倾向于将行政行为定义为
“是／否”的二元判断，排斥模糊地带（ｄｅ Ｂｏｅｒ ＆ Ｒａａｐｈｏｒｓｔ，２０２３）。在“机器协
助决策”的背景下，ＩＣＴ可以实时采集海量监管数据，传统街头官僚靠“韬略”积
累的专业优势被削弱，自由裁量权的现实空间被不断蚕食。总之，“削减论”指出，
ＩＣＴ对一线自由裁量权有负面影响，并将导致自由裁量权的减少甚至完全消失。

Ｈ２ａ （削减假设）：信息技术应用对街头官僚感知自由裁量权具有负向作用。
以Ｂｕｆｆａｔ为代表的“赐能论”者则对“削减论”提出批评。Ｂｕｆｆａｔ （２０１５）

认为“削减论”者高估了技术对自由裁量权的消除作用，技术不能完全取代人
的特质。在“赐能论”者眼中，自由裁量权并非凭空消失，而是在使用技术时
发生了“转移”或“变形”。信息化并未通过加强控制来消除自由裁量权，而
是创造出更多无生命的人工制品。由于基层事务本身是多样化和不确定的，街
头官僚需要不断即兴发挥。“赐能论”者批判“削减论”者的另一观点是，程
序性的政策可以被编入数字系统，而目的性的政策则不能被编入数字系统。这
也说明ＩＣＴ不会完全取代自由裁量权，至少在最坏的情况下对自由裁量权没有
影响（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赐能论”者并不否认ＩＣ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街头官僚的角色和工作方
式，但他们认为这种变化并非全然消极，而是强调技术作为一种有益的工具，
可以帮助街头官僚更好地履行职责，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Ｈｕｐｅ ＆
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４；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５）。不难看出，如果说“削减论”直接论述了信息技
术的应用对于自由裁量权的削弱效果，那么“赐能论”则从间接的角度描述了
技术如何为街头官僚减少重复性工作，将街头官僚从简单重复的“柜台业务”
中解放出来。当琐碎杂务被技术“承包”，街头官僚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
处理复杂任务，增强街头官僚对专业性工作的掌控力。

Ｈ２ｂ （赐能假设）：信息技术应用对街头官僚感知自由裁量权具有正向作用。
３ ． 自由裁量权的中介作用
自由裁量权是理解街头官僚行为模式的“牛鼻子”（Ｈｕｐｅ ＆ 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４）。

早期研究认为，由于会对公民权益造成侵犯，自由裁量权是公共行政的“洪水
猛兽”。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行政机构中基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往往被
冠以“行政恶果”的称谓，并一直遭到遏制（Ｔｕｍｍｅｒｓ ＆ Ｂｅｋｋｅｒｓ，２０１４）。这
些研究采用单纯的线性关系刻画自由裁量权与绩效的关系，因而强调对自由裁
量权进行“自上而下”的严格控制。

随着“后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当代学者采用了相对温和的观点：自由
裁量权的适度使用可被视为为政民冲突创造斡旋机会的“行政之善” （Ｓａｎｄｆｏｒｔ，
２０００）。自由裁量权与绩效之间更有可能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Ｍｅｙｅｒｓ ＆
Ｎｉｅｌｓｅｎ，２０１２），因而强调对自由裁量权进行“自下而上”的灵活调整。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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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复杂的执法情况时，街头官僚如若拥有适度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更加灵
活地处理和解决问题（Ｈｕｐｅ ＆ 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４）。但这一类研究也承认，过于宽松
的自由裁量权往往适得其反，街头官僚可以任意地理解和判断政策法律，在无
法察觉中对公民利益造成损害（Ｌｉｐｓｋｙ，２０１０）。

已有研究证实了自由裁量权在完全中介技术对交警行政问责中的作用
（Ｄｅｎｇ ＆ Ｓｕｎ，２０２４）。结合上文自由裁量权对于行政绩效的影响，本文认为自
由裁量权的中介效应表现为：从“赐能论”的角度出发，在技术嵌入街头官僚
行政的工作中，街头官僚拥有适当的自由裁量权意味着他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
和运用不同执法手段，以适应不同情境（Ｙｏｕｎｇ ＆ Ｔａｎｎｅｒ，２０２３）。他们可以在
处理案件时考虑更多的因素，如情节轻重、社会背景等，从而对个案作出更具
弹性和适应性的处理，这种灵活性会影响到行政效果的好坏（Ｙｏｕｎｇ ＆ Ｔａｎｎｅｒ，
２０２３）。而从“削减论”的角度出发，自由裁量权过低的街头官僚只能严格按
标准流程执行，难以进行个案的差异化处理。所以，在同一信息技术应用下，
自由裁量权的高低决定了操作的自由程度，进一步影响了行政效果。

Ｈ３：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在信息技术应用对行政效果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４ ． 执法风格的调节作用
执法风格（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被定义为“街头官僚在与被监管者打交道时

的互动特征”（Ｋｌｉｊ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２）。早期研究认为执法风格是单一的、刚性的，
是规则的延伸（Ｋａｇａｎ，１９８９）。然而，ｄｅ Ｂｏｅｒ （２０１９）认为执法风格由三个维
度组成：一是法律维度，该维度突出法律的刚性和强制性应用；二是促进维度，
该维度考虑了法律的交流应用以及执法的情境特征；三是适应维度，该维度强
调执法时参考他人的建议。ｄｅ Ｂｏｅｒ （２０１９）三个维度的划分得到了学术界的广
泛认可，本文也将沿用这一划分。

法律型执法风格（Ｌｅｇａｌ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强调严格执行行政规定，并以法
律效力为导向（ｄｅ Ｂｏｅｒ，２０１９）。本文认为，当街头官僚采用法律型执法风格
时，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对行政效果的影响更为负面。原因在于，法律的理性化
虽然带来了科层制的“祛魅①”，但也随之带来了“平庸之恶（Ｔｈｅ Ｂａ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ｉｌ）②”。法律型执法风格鼓励街头官僚在执法时以法律为准绳，强调依法行事
（孙斐、王刘娟，２０２１）。这意味着他们更倾向于根据法律来判断和执行任务，而
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但过度依据条文则会过于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从而逃避
道德伦理上的谴责，以致行政执法“不接地气”（定明捷、闫铭轩，２０２３）。

Ｈ４ａ：法律型执法风格在自由裁量权与行政效果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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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这个概念由马克斯·韦伯提出。此处指通过理性化和规范化，法律和科层制变得更
加透明、可预测。基于理性原则，科层制不再依赖个人的神圣权威或超自然信仰。

汉娜·阿伦特在其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指出，放
弃思考、丧失思考能力也是一种恶行。



促进型执法风格（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是指街头官僚通过被监管者
提供的信息来权衡行政执法的强度，并对任务进行优先级排序的执法风格（ｄｅ
Ｂｏｅｒ，２０１９）。这一执法风格强调规则的沟通功能，而非强调规则的强制功能。
在促进型执法风格中，“宽恕通融”是主旋律，因此行政执法的“人情味”和
街头官僚的“世俗性”往往通过这一风格表现出来。这也意味着促进型执法风
格注重以合理解决问题为目标，而不仅仅追求严格的强制措施。街头官僚通过权
衡情节、提供建议和灵活处理等方式，寻求与当事人之间的共同理解（ｄｅ Ｂｏｅｒ，
２０１９）。这种寻求合理解决的努力有助于提高行政效果，减少冲突和争议。

Ｈ４ｂ：促进型执法风格在自由裁量权与行政效果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如果说前两种执法风格是由街头官僚自我决定的，那么适应型执法风格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ｔｙｌｅ）则是指从“利益相关者影响”的角度出发，
街头官僚在执法期间考虑其他人的意见进而执法的风格（ｄｅ Ｂｏｅｒ，２０１９；ｄｅ
Ｂｏｅｒ ＆ Ｒａａｐｈｏｒｓｔ，２０２３）。这种执法风格是一种典型的“启发式决策”，本质是
借鉴其他街头同侪的意见或执法习惯，为自己的执法行为设定“心理锚点”，并
不断与“锚点”进行比较的执法风格。这种风格强调问题的解决和解决方式源
自参考执法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而不仅仅依靠法律进行简单的处罚
（ｄｅ Ｂｏｅｒ ＆ Ｒａａｐｈｏｒｓｔ，２０２３）。因此，本文认为这种参考他人意见进行执法的方
式能够在行政中起到促进沟通的效果，公民的意见诉求不再被忽视。

Ｈ４ｃ：适应型执法风格在自由裁量权与行政效果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５ ． 行政问题类型的调节作用
将问题分类为棘手问题（Ｗｉｃｋ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和驯良问题（Ｔａ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的

观念最早来源于设计领域，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问题的结构、解决方式和影响
（Ｒｉｔｔｅｌ ＆ Ｗｅｂｂｅｒ，１９７３）。棘手问题往往边界责任模糊，具有高不确定性、高复
杂性、高价值冲突的特征（Ｂ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棘手问题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多
种利益相关者；驯良问题则具有清晰的定义、明确的解决方案和具体的归因
（Ｂ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不论是技术的应用还是执法的过程，皆需面对不同的行政问题类型。Ａｒｎｏｌｄ
（２０１５）认为，尽管在官僚机构系统内自由裁量权可能“削减”抑或“赐能”，
但官僚执法受到特定任务类型的主导。Ｂｕｌｌｏｃｋ （２０１９）研究发现，人类在高复
杂性和高不确定性任务中具有优势，而技术在程式化任务中表现更好。基于
Ｂｕｌｌｏｃｋ （２０１９）的研究，本文认为行政问题的特征会影响街头官僚对信息技术
应用的选择和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方式。棘手问题往往由于巨大的社会影响和
无标准化的处理流程，因而技术的嵌入无法直接解决技术问题，这时就需要街
头官僚发挥其自由裁量权解决棘手问题。技术的标准化逻辑与棘手问题的“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相悖，故技术嵌入反而不利于棘手问题的解决。相反，
当问题属于驯良问题时，信息技术应用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反而不强。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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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驯良问题具有标准化的处理流程，程序中的代码和算法可以辅助业务处理，
这种情境下不会对其自由裁量权产生负向扰动。

Ｈ５ａ：在棘手问题情境下，信息技术应用与自由裁量权之间呈负向关系。
Ｈ５ｂ：在驯良问题情境下，信息技术应用与自由裁量权之间呈正向关系。
综合上述假设，图１展示了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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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变量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
Ｚ区于２０２１年引入了交通警务执法信息系统，该系统后端由处理器、信息

库组成，该系统前端链接警用执法记录仪（见图２）。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与系统
数据相匹配的方式进行变量测度，共获得系统数据１９６１条，问卷调查从２０２２
年１２月开始，持续了３个月，进行了２轮调查，采取随机抽样法。剔除无效问
卷后在系统中进行人员匹配，共得到９６１个系统数据样本。样本中男性占
８０ ８％，女性占１９ ２％，人均拥有４ ７年的工作经验。

24�0 24	0

�*
��

�� ��
"�

$��-�

D�

�"@�� �)��@ ����!

图２　 Ｚ区警务执法记录仪工作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变量测量
对于技术应用变量，本文选取警务人员在过去一个月的执法过程中开启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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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记录仪的频率与开启时长作为技术应用的测度。这里的频率指代的是一位警
务人员以天为单位所开启的执法记录仪次数，而开启时间以小时数代替（不足
一小时的以四舍五入计算）。笔者将频率和开启时长加权处理，以平滑极端值影
响，更好地捕捉个体差异，增强指标的区分度且全面反映技术应用程度。一方
面，执法记录仪会让警务人员“谨言慎行”，减少自由裁量权的使用。执法记录
仪可以增加执法过程的透明度，使公众能够了解执法人员的行为和决策过程，
对执法人员也形成了一种监督（Ｗｒｉｇｈｔ ＆ Ｈｏｕｓｔｏｎ，２０２１）。另一方面，警务人
员佩戴执法记录仪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效果，增加警务人员对行政的掌控力。
因为被执法对象知道他们的行为正在被记录下来，这有助于减少警务人员遭受
侮辱、威胁或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并且执法记录仪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培训和
学习的资源（Ｗｒｉｇｈｔ ＆ Ｈｏｕｓｔｏｎ，２０２１）。

对于自由裁量权的测度，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以感知的自由裁量权作
为替代测量，题项源于Ｔｕｍｍｅｒｓ和Ｂｅｋｋｅｒｓ （２０１４）的研究，并结合本文的情境
加以微调，采用单题项１０点Ｌｉｋｅｒｔ量表进行测度。虽然行政执法中规定警务人
员在执法时须佩戴执法记录仪，但这一政策并无强制性监督手段，警务人员可
以选择开启的时长、频率。

对于行政问题类型的测量，由于本文将行政问题划分为棘手问题和驯良问
题，因此选取系统中违法信息字段进行划分。这也决定了行政问题类型是包含
两个水平的哑变量。对于棘手问题，本文选取交通肇事案件（包括车辆刮擦、
碰撞）作为代表，选择这一类案件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复杂性。交通肇事涉及
事故认定与主责划分，因而牵扯多个利益相关方和多条法律政策，无标准的处
理手段。二是不确定性。在交通肇事问题中，常常存在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的
情况。当事人的证词可能存在出入，交通事故的具体细节可能难以完全还原。
三是价值冲突。交通肇事问题往往牵涉到不同的价值观、观点和利益之间的冲
突，当事人双方往往各执一词。综上，交通肇事是一个典型的棘手问题。对于
驯良问题，本文选取违章停车案件作为代表。因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一
类问题具有明确的处罚标准和处置流程。

执法风格测量采用ｄｅ Ｂｏｅｒ （２０１９）开发的１０点Ｌｉｋｅｒｔ量表。对于行政效果
的测量，本文采用交通警务执法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具体而言，本文将“效果”
分为“效率”和“满意度”两个部分。对于效率部分的测量，本文利用系统中
单个案件执法时间进行衡量，时间以小时计算。对于满意度部分的测量，在交
警完成执法后，系统会为公民手机发送满意度调查短信，为交警执法行为进行
打分，分值为１到５分，分值越高代表越满意。本文采取这一衡量作为满意度
部分的测度。由于本文的数据收集是以人为单位的，对于效率的测量则是以案
件为单位的，因此本文进行了匹配。此外，问卷中也考虑了控制变量，例如性
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以及感知繁文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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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方法
为尽可能缓解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首先，在问卷设计时，本文将所有需

要问卷测量的变量分成两个问卷，并且标题不同，让研究对象从心理上认为这
是两项独立的研究。其次，本文还平衡了所有变量的测量顺序，有关执法风格
的三因子测量并不在同一份问卷中进行。最后，本文还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
验，结果显示累计总方差解释达到３４ ７９％，小于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等（２００３）建议的
４０％，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考虑到模型的复杂性，本文采用Ｈａｙｅｓ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宏插件进行条件过程分析。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见表１。表１中报告了使用问卷测量变

量的组合信度ＣＲ和平均方差萃取量ＡＶＥ，其中ＣＲ均大于０ ７，ＡＶＥ均大于
０ ５，表明题项可以描述因子，且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有关主要变量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表明，信息技术应用不论是与效率还是与满意度的相关系数皆
呈现无显著性，说明其中存在扰动因素。由于行政问题类型是一个具有二维水
平的哑变量，而其他变量为连续型变量。考虑到变量特性与分析复杂度，因此
本文将数据按照行政问题类型进行拆分，形成两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性矩阵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１． 信息技术应用（ｉｃｔ） １

２． 自由裁量权（ｄｉｓ） － ０ １２ １

３． 效率（ｅｆｆ） ０ １５ － ０ １４ １

４． 满意度（ｓａｔ） ０ ０４ ０ １９ ０ ５０ １

５． 法律型（ｌｅｇ） ０ １０


０ ０９ ０ ２１
 ０ ３１ １

６． 促进型（ｆａｃ） ０ ０９
 － ０ ２２ ０ ４８ ０ １９

 ０ ２１ １

７． 适应型（ａｃｏ） － ０ ０２ ０ １３ － ０ ０８ ０ ０６
 － ０ ０６ － ０ １１ １

组合信度ＣＲ － ０ ８７４ － － ０ ７４２ ０ ７７９ ０ ８２５

平均方差萃取量ＡＶＥ － ０ ５１３ － － ０ ６２２ ０ ６４７ ０ ６５６
均值 ５ ６０ ７ ６９ ６ ５０ ３ １３ ８ ３６ ７ ９５ ５ ７２

标准差 ２ ８７ １ １２ ３ ２４ １ ２７ １ ２９ １ ３５ １ ６１

注：１． 样本量Ｎ ＝ ９６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２． 由于行政问题类型是分类
变量，本文将棘手问题编码为“１”，驯良问题编码为“０”，这里并未展示分类变量的相关性
系数；３． 效率和满意度都是衡量行政效果的一部分，均值与标准差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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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棘手问题情境下的分析
１ ． 在棘手问题情境下，首先关注自由裁量权的条件过程效应（见表２）
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繁文缛节的情况下，信息技术应用与自由裁

量权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０ ２９５，ｐ ＜ ０ ０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削减
论”的合理性。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同时放入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后，自由裁量
权不论是对效率（０ １１７，ｐ ＜ ０ ０５）还是对满意度（０ ４３２，ｐ ＜ ０ ０５）均呈现
显著，表明中介效应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主效应中，不论是信息技术应用对
效率（０ ７２６，ｐ ＜ ０ ０５）还是信息技术应用对满意度（－ ０ ２６８，ｐ ＜ ０ ０１）均
呈现显著且符号相反，证明棘手问题情境下技术嵌入时效率与满意度的不可通
约性。

下面将行政效果分为效率和满意度两个部分进一步考虑。笔者首先对所有
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其次构造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并用于所有有调
节的中介效应检验。ＶＩＦ结果显示，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情况不严重（远小于５），
可进行下一步分析。从效率的角度看，在主效应中，信息技术应用对其产生了
正向的积极作用（０ ７２６，ｐ ＜ ０ ０５）。间接效应中信息技术应用与自由裁量权之
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０ ２９５，ｐ ＜ ０ ０１），且自由裁量权与效率之间呈现正相
关（０ １１７，ｐ ＜ ０ ０５）。不难发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效应是显著的，但是直接
效应与间接效应符号相反，由此推知在这一机制过程中发生了“遮蔽效应”。总
效应被遮蔽，绝对值比预计的要低，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提出遮蔽效
应的讨论方法，在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信息技术应用对效率的正向作用
会更大（范长煜，２０１６）。从满意度来分析，主效应中信息技术应用对满意度呈
现显著的负相关（－ ０ ２６８，ｐ ＜ ０ ０１）。间接效应中自由裁量权对满意度显著正
相关（０ ４３２，ｐ ＜ ０ ０５），且信息技术应用对满意度的作用不显著（－ ０ １７７，
ｐ ＞ ０ ０５）。在棘手问题情境下，以满意度作为整个模型的因变量，信息技术应
用对公民满意度具有负向作用，并且这一作用是完全通过自由裁量权传递。

表２　 棘手问题情境下条件过程检验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ｅｆｆ ｓａｔ ｅｆｆ ｓａｔ ｄｉｓ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ｉｃｔ ０ ７２６ １ ０１４ － ０ ２６８ １ ０２７ ０ ３２４ １ ０７８ ０ ２７２ １ １０７ － ０ ２９５ １ １４６

ｌｅｇ 　 　 　 　 ０ ００２ １ ０３９ ０ １０５ １ ０９５ ０ ２７１ １ １３４

ｆａｃ 　 　 　 　 － ０ ０８２ １ ０６３ ０ ２０３ １ １２３ ０ ３０９ １ １６９

ａｃｏ 　 　 　 　 － ０ ０４９ １ ０５２ ０ １３８ １ ０８９ ０ ２２１ １ １５８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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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ｅｆｆ ｓａｔ ｅｆｆ ｓａｔ ｄｉｓ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Ｒ２ ０ １６２ ０ ０４１ ０ １７８ ０ １２７ ０ ０５１

Ｆ ９ ６７８ ８ ６９０ ４ ２３３ ８ ９２０ ８ ６９０

注：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在棘手问题情境下，其次引入了执法风格的调节效应（见表３）
以效率作为因变量，交互项中自由裁量权与促进型执法风格、适应型执法

风格不显著，这提示二者并未调节自由裁量权与效率的关系。相反，法律型执
法风格正向调节自由裁量权与效率的关系。以满意度作为因变量，交互项中自
由裁量权与法律型执法风格、促进型执法风格皆不显著，这提示二者并未调节
自由裁量权与满意度的关系。相反，适应型执法风格负向调节自由裁量权与满
意度的关系。

表３　 棘手问题情境下条件过程分析

变量
模型４ 模型５

ｅｆｆ ｓａｔ ｅｆｆ ｓａｔ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ｉｃｔ ０ ２２３ １ １８６ － ０ １７７ １ ０２５ ０ １９２ １ ０９６ ０ １８７ １ ２２７

ｌｅｇ ０ １０１ １ ２１５ ０ １０１ １ ０４９ ０ ２４４ １ １４３ ０ ２２４ １ １７９

ｆａｃ ０ ２２２ １ １９７ ０ １９３ １ ０１３ ０ １１０ １ １１９ ０ ０２１ １ ２３９

ａｃｏ ０ ２７８ １ １７４ ０ １８７ １ ０６１ ０ ０２２ １ １０８ － ０ ０８８ １ １９１

ｄｉｓ ０ １１７ １ ２０９ ０ ４３２ １ ０３７ ０ ０２１ １ １５５ ０ ４１１ １ ００５

ｌｅｇｄｉｓ 　 　 　 　 ０ ０５８ １ ０８４ － ０ ０４２ １ １６７

ｆａｃｄｉｓ 　 　 　 　 ０ ０９７ １ １３１ － ０ ０３６ １ ２１５

ａｃｏｄｉｓ 　 　 　 　 ０ ０８１ １ ０７２ － ０ ０４８ １ ２０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１１１ ０ １１８ ０ ２９７ ０ ３３３

Ｆ ９ ２５１ １２ ３２４ ７ ２３３ ６ ４５５

注：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驯良问题情境下的分析
首先关注自由裁量权的条件过程效应（见表４与表５）。加入控制变量后，

信息技术应用对效率的主效应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０ ６７３，ｐ ＜
０ ０５）。将自由裁量权作为因变量后，技术对其作用显著为正（０ ６０１，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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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０１），与棘手问题情境下自由裁量权的遮蔽作用不同，自由裁量权在这一过
程中起积极作用。总而言之，在驯良问题情境下，自由裁量权在技术与效率之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传导路径皆为正。值得注意的是，在检验信息技术应用
与满意度的关系时，ｐ值并未小于０ ０５，提示β不可信，即技术与满意度之间
关系不强。

表４　 驯良问题情境下条件过程检验

变量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ｅｆｆ ｓａｔ ｅｆｆ ｄｉｓ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ｉｃｔ ０ ６７３ １ ０１２　 － ０ ３１ １ ０２３ ０ ３９８ １ ０６７ ０ ６０１ １ １０２
ｌｅｇ 　 　 　 　 － ０ ０１５ １ ０３４ ０ ２２３ １ ０７８
ｆａｃ 　 　 　 　 － ０ １２８ １ ０５６ ０ ５６１ １ ０８９
ａｃｏ 　 　 　 　 ０ ０６２ １ ０４５ ０ ２３８ １ ０９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１５９ ０ １８４ ０ １４４ ０ １１７

Ｆ ６ ３６９ ５ ２９９ ６ ７８１ ８ ６８

注：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于表４提示技术与公民满意度之间并无直接关系，因此表５仅对效率进行

条件过程分析。以效率作为因变量，发现交互项中自由裁量权与法律型执法风
格显著为正，这提示法律型执法风格正向调节自由裁量权与效率的关系，而其
他两种执法风格并未呈现调节效应。

表５　 驯良问题情境下条件过程分析

变量
模型９ 模型１０
ｅｆｆ ｅｆｆ

β ＶＩＦ β ＶＩＦ
ｉｃｔ ０ ２９２ １ １２４ ０ ０６１ １ １６８
ｌｅｇ ０ ２１３ １ １３５ ０ ０７８ １ ２１４
ｆａｃ ０ ３１０ １ １５７ ０ ０９１ １ １９２
ａｃｏ ０ ０２２ １ １１３ ０ ０１４ １ ２３６
ｄｉｓ ０ ２１５ １ １４６ ０ ０５５ １ ２０３

ｌｅｇｄｉｓ 　 　 ０ ０１７ １ １８１
ｆａｃｄｉｓ 　 　 ０ ０４２ １ １７９
ａｃｏｄｉｓ 　 　 ０ ０７５ １ ２２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０９２ ０ ２３４
Ｆ ４ ２３６ ７ １１５

注：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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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的结果中，在棘手问题情境下，技术对自由裁量权具有削弱作用，
符合削减论；在驯良问题情境下，技术则对自由裁量权具有赐能作用，符合赐
能论。这一结果也为学术界对于“削减”和“赐能”之争找到了一个中间解。

五、进一步分析：数字时代街头官僚机构与街头官僚的行动策略集
上文指出技术对行政效果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部分根据经验证据为管

理者和街头官僚提供技术使用建议。根据问题类型和行政优先级划分，综合上
述结果，整理可得表６。

表６　 街头官僚机构与街头官僚的行动策略集
行政优
先级

问题类型
棘手问题 驯良问题

效率
象限１：
街头官僚机构：技术嵌入执法
街头官僚：采用法律型执法风格

象限２：
街头官僚机构：技术嵌入执法
街头官僚：采用法律型执法风格

公民
满意度

象限３：
街头官僚机构：技术脱嵌执法
街头官僚：不建议采用适应型执法风格

象限４：
街头官僚机构：　 　 　 　 —
街头官僚： 　 　 　 　 —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在棘手问题中追求效率
表６中，象限１以棘手问题为情境，以提升执法效率为优先级，技术应用对

效率有正向作用；自由裁量权作为中介变量，遮蔽了技术应用与效率的正向
作用。

第一，ＩＣＴ的应用可以推动棘手问题处理的程序化和精细化，在一定程度上
化解其复杂性和模糊性（Ｂｕｓｃｈ ＆ Ｈｅｎｒｉｋｓｅｎ，２０１８）。传统官僚体制下，棘手问
题的处理往往依赖于街头官僚的个人经验，行政成本高、效率低下。而数字化
技术为棘手问题提供了破解路径（Ａｌｓｈａｌｌａｑｉ，２０２４）。技术应用推动棘手问题的
处理从“个案式”向“规则式”转变，将隐性知识显性化、结构化，形成可复
制、可优化的业务规程和流程。当棘手问题的处置有章可循时，行政行为的随
意性就会降低，效率水平水涨船高（Ｓｅｌｔ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Ｍａｒｉｅｎｆｅｌｄｔ，２０２４）。

第二，ＩＣＴ可以为街头官僚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客观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弥
合“个案公平”和“整体效率”的张力。诚然，提升行政效率意味着要用“最
少的时间、最简的流程”处理“最多的事”（Ｄｕｎｌｅａｖ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但并非要
用“一刀切”的标准化思维对待所有个案。街头官僚需根据案情、对象的特殊
性酌情处理（Ｌｉｐｓｋｙ，２０１０），但这种特殊对待要建立在客观依据之上，不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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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而为。数字赋能的自由裁量并不意味着恣意而为，反而让个性化对待有章可
循，在顾及特殊情况的同时，也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借鉴、可迁移的经验模式
（Ｍａｒａｎｖｉｌｌｅ，１９８４）。随着经验的积累沉淀，个案处置的一般规则就会日渐清
晰，进而回归到常规的标准化轨道，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动态平衡
（Ｖｅｒｍｅｕｌｅ，２００７；Ｌｉｐｓｋｙ，２０１０）。

法律型执法风格削弱自由裁量权对技术应用和效率间的遮蔽作用（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０９）。该风格强调严格依法、规则和程序办事，执法行为高度一致、可预测和
非人情化。法律型执法风格与技术逻辑自洽相承，存在内在共通性。法律型执
法强调“按规矩办事”，防止执法权滑向任性、恣意的歧途。技术用精确的数字
取代模糊的感觉，让执法行为始终以规则为尺度，用科学量具为案件“度身定
制”（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５）。

（二）在棘手问题中追求公民满意度
象限３以棘手问题为情境，以提升公民满意度为优先级。棘手问题下，技术

应用对公民满意度有负向作用，自由裁量权有完全中介作用；适应型执法风格
在自由裁量权与公民满意度间起负向调节作用。棘手问题的复杂模糊性与技术
逻辑的简化趋同性之间存在张力（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５；Ｂｕｌｌｏｃｋ，２０１９）。棘手问题往
往涉及多个领域、多种利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价值冲突，难以用确定、
线性的逻辑对应。而ＩＣＴ所倡导的“精确化”“程序化”“标准化”处置模式无
法充分回应这种复杂性（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５；Ｈｕｐｅ ＆ 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４）。如果“机器”
无法理解公民的心理，那么行政过程就可能伤及公民体验；过度迷信技术的力
量，把问题处置“外包”给技术，结果可能加剧公民的不满（Ｌｉｐｓｋｙ，２０１０；
Ｈｕｐｅ ＆ 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４）。

棘手问题无标准处理流程，技术脱嵌执法可强调人与人的互动沟通（Ｒｉｔｔｅｌ
＆ Ｗｅｂｂｅｒ，１９７３；Ｂ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执法过程中，将技术应用降至最低，更依
赖执法人员的判断和解释，可提高执法过程中的人情味和个性化，增强公民对
执法人员的信任感和满意度（Ｂｕｌｌｏｃｋ，２０１９）。适应型执法风格强调根据情境环
境要求灵活调整执法方式。但在提升公民满意度过程中，街头官僚不宜采取适
应型执法风格，主要为避免执法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确保执法一致性和可预测
性（Ｈｕｐｅ ＆ 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４）。棘手问题情境面临高价值冲突，公民“不患寡而患
不均”，在价值面前偏好清晰而非模糊，更希望获得可靠公正的执法环境，而非
在不同情境下面临不一致的执法标准（Ｌｐｉｓｋｙ，２０１０；Ｈｕｐｅ ＆ Ｂｕｆｆａｔ，２０１４）。

（三）在驯良问题中追求效率
象限２以驯良问题为情境，以提升执法效率为优先级。驯良问题下，技术应

用对效率有正向作用，自由裁量权起部分中介作用；法律型风格在自由裁量权
与效率间起正向调节作用。驯良问题通常有明确的问题表征，各环节间的因果
关系也较为清晰。执法部门可将处置驯良问题的标准程序嵌入执法系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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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式”自动化运转（Ｓｎｅｌｌｅｎ ＆ ｖａｎ ｄｅ Ｄｏｎｋ，１９９８；Ｂｏｖｅｎｓ ＆ Ｚｏｕｒｉｄｉｓ，
２００２）。自由裁量权让执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在合法框架内灵活决策，加强执法
灵活性和适应性。

法律型执法风格强调依法行政执法，以法律为准绳，确保执法合法公正
（ｄｅ Ｂｏｅｒ，２０１９）。驯良问题中，法律型执法严守法治准绳，为权力运行划定清
晰边界，进而强化执法人员的规则意识。街头官僚只有做到“法无授权不可
为”，时刻警醒自身的角色定位，才能避免僭越法定权限、滥用自由裁量权（ｄｅ
Ｂｏｅｒ ＆ Ｒａａｐｈｏｒｓｔ，２０２３）。这就从源头上杜绝了随意插手执法、徇私枉法等人治
弊端，为保障行政效率扫清障碍。同时，街头官僚对法律条文的熟稔运用，本
身就意味着办案效率的提升（Ｙｏｕｎｇ ＆ Ｔａｎｎｅｒ，２０２３；张红春、杨欢，２０２３；
Ｐｉｔｈｏｕｓ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Ｋｅｙｍｏｌｅｎ ＆ Ｂｒｏｅｄｅｒｓ，２０１３）。

（四）在驯良问题中追求公民满意度
表６中，象限４以驯良问题为情境，以提升公民满意度为优先级。第四部分

发现技术对公民满意度主效应不显著。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其一，驯良
问题下，技术不是公民满意度的“激励性因素”，而可能是“保健性因素”，提
升信息技术应用不会增加公民满意度，但降低则可能减少满意度。信息技术应
用已成常态，公民对技术存在和使用习以为常（Ｌｂｅｒｇ，２０２１）。驯良问题下，
降低信息技术应用会导致公民感到被剥夺了本应存在的便利和效率，降低了满意
度（翟云，２０２２）。其二，服务内容的优劣往往比技术手段更能左右满意度。技术
只是行政业务的载体，倘若服务本身缺乏诚意，再炫目的技术包装也难以服众。
反之，即便技术并不先进，只要服务“接地气”“察民情”，一样能获得好评。

六、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技术嵌入的“狂飙”引发了笔者省思：公共问题都需要诉诸技术吗？人们

是否正在陷入“唯技术论”的泥淖？是否正在走向“技术中心主义”的歧途？
研究发现，再先进的技术也不能替代人的判断力，再精密的系统也不能穷尽社
会运行的所有维度。倘若人们盲目迷信技术的力量，将人性化、情境化的治理
实践简单地拆解为冰冷的数据和算法，反而可能引发治理实践的异化和偏离。
１ ． 信息技术应用中的效果差异：效率与满意度的矛盾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句谚语准确地揭示了在解决棘手问题时效率与满意

度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追求效率本无可厚非，它意味着以最少的资源投入实
现既定目标，强调任务完成的时效性和资源配置的最优性。这种发力于“量”
的取向，与现代化、精细化治理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但另一方面，效率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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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膨胀，则可能引发以“快”为尚、急功近利等问题，忽视乃至牺牲服务对
象的感受。尤其在棘手问题治理中，单纯以速度论英雄，往往难以彻底化解行
政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可能引发新的不满。技术嵌入对效率追求的应是“善治”
而非“速决”，不应只关注“速度”而忽视“温度”。如若效率沦为唯一的评判
标尺，忽视了行政质量，反而会陷入舍本逐末的误区；为追求速度而放松标准，
罔顾行政疑难复杂的客观事实，无异于饮鸩止渴、缘木求鱼。
２ ． 技术对自由裁量权作用的差异：削减论与赐能论的矛盾
正如Ｌｉｐｓｋｙ （２０１０）所言：“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放弃人类的决策和干预，转

而支持机器和编程格式。”技术对自由裁量权的作用并非硬币的正反面，而更像
是铸造硬币的两种合金。ＩＣＴ在工作中的使用取决于任务的性质，街头官僚的判
断必须与信息技术应用结合（Ｂｕｌｌｏｃｋ，２０１９）。行政问题类型对于技术与自由裁
量权之间的调节作用，恰恰揭示了街头官僚行为的“情境依赖”特征。

棘手问题的复杂性和主观性，决定了自由裁量权的过度泛滥可能引发诸多
负面效应。一方面，棘手问题往往涉及多元利益的权衡取舍，自由裁量权的随
意性可能导致执法尺度不一。另一方面，处置过程的高度不确定性，也使得自
由裁量权的过度使用可能引发决策偏差，降低执法效能。而技术的适时嵌入，
恰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自由裁量权的任性泛滥。与之相对，在驯良问题语境中，
恰当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不仅无伤大雅，反而可因地制宜地提升执法效能，而技
术手段的适度运用可进一步丰富裁量权的实践内涵。
３ ． 信息技术应用、行政问题与执法风格选择的匹配
如果说自由裁量权在技术对行政效果的作用中起传递作用，那么行政问题

匹配和执法风格如同“阀门”，控制技术嵌入执法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也是行政与技术不断调试的表现。Ｂｕｌｌｏｃｋ （２０１９）认为低复杂度和不确定性的
问题应该交给技术，而高复杂度和不确定性的任务仍应由人主导。本文的结果
将已有研究推广至不同的执法优先级和执法风格，认为技术不仅需要匹配不同
的行政问题，更需要匹配不同的执法目的和执法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街头官
僚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从未被赋予领导地位，而是以“草根”的姿态穿
梭，他们时常被视为问题本身而非解决途径（Ｗｒｉｇｈｔ ＆ Ｈｏｕｓｔｏｎ，２０２１）。因此，
强化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街头官僚培训必不可少。街头官僚需要具备辨识行政
问题类型的能力，选择适当的执法风格，并学习如何有效地运用技术工具和数
据分析来支持自己的工作。

（二）展望
诚然，本文仍存不足。首先，有关自变量测量上的劣势。作为无法实现精

细化测量的“次优”选择，本文将频率和时长合并测量自变量。执法记录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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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长可能更能反映警员在实际执法中对该技术的依赖程度，而频率可能受
到值勤频次等因素干扰。其次，数据的时间跨度仅有一个月，代表性可能不足。
执法记录仪的使用可能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差异（如冬季是交通事故高发期），只
采集一个月的数据，难以捕捉到技术使用的长期趋势和个体稳定的使用模式。
最后，有关自由裁量权的测量也存在瑕疵。一方面，受限于客观条件，本文以
感知的自由裁量权作为替代测量，但感知的自由裁量权与实际的自由裁量权不
完全一致。另一方面，警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体现在执法的不同层次，如
是否执法、如何执法、执法力度等。执法记录仪对这些层次的影响可能不尽相
同，它可能减少警员选择性执法的空间，但增加了警员教育说服的空间。上述
测量短板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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